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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法官如何打造審判獨立？結合訪談、田野資料與大量歷史文書，本文

提出三點主張：第一，司法內部機制多元且相互牽連，審判獨立是動態的非線

性過程。沒有哪一項內部機制單獨建構審判獨立，但總體相成就獨立的結果。

第二，「下上夾擊」的動員模式：法官的集體行動以及司法院改革皆為關鍵。

法官的集體動員一則改變了社群內部的政治意識與行動邏輯，二則獲得白紙黑

字的規範—前者是後者運行成功的基礎。第三，內建於大陸法系科層體制中

的緊張關係浮現：即個別法官的審判空間，與科層體制對其表現的控制，必然

相對。未實任的資淺法官尤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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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司法獨立是一歷久彌新的重大議題，關心者眾，從一般公民到政治決策

者都有許多討論。獨立法院具有許多重要性：在政治上，法院能夠保護個人

權利；在經濟上，確立契約行使能夠促進投資與私有市場（North and Weingast, 

1989），是支持現代化的條件之一。不過，雖然沒有人會否定司法獨立在規

範上的重要性，在實際案例中，如何無中生有，建構並強化獨立的司法，卻

是另一個問題。針對臺灣的現有研究，多專注於民主轉型期間的關鍵變化

（Ginsburg, 2003; 王金壽，2008a; 2008b）；至於長時間的制度發展，行動者

與制度之間的互動， 還是發展中的文獻（例如劉恆妏，2019）。

奠基於此，本文提問：臺灣法官如何獲得免於司法體系干預的審判獨

立？1透過深度訪談與田野觀察，再對照大量歷史文書資料，本文梳理司法

制度與協助其運作的機制發展，提出主張：在司法體制內部的審判獨立—

個別法官在個案中免於司法行政干預的獨立—並非線性發展，而有三項特

點：第一，司法內部機制多元且相互牽連，審判獨立是一動態且整合的過程。

每一項內部機制都有持續的變革，甚至改回原制；沒有哪一項內部機制單獨

建構了審判獨立，但總體相輔相成就獨立的結果。第二，審判獨立機制的出

現與延續有「下上夾擊」的動員模式：法官的集體行動，以及司法院的改革

政策都是關鍵。值得注意的是，動員帶來的影響是兩個層次：一則改變了社

群內部的政治意識與行動邏輯，二則獲得白紙黑字的規範基礎，前者是後者

1  本文關心臺灣司法如何獨立，並聚焦於法官如何為司法獨立動員，尤其是如何為他們的
「審判獨立」動員。概念上應先釐清：審判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核心，所有制度設計都是環繞

著保障法官在個案當中的審判獨立而行；因而司法作為一法定機關之獨立性，必然牽涉比

「審判」本身更多、更廣之規範、政策與行為。舉例而言，憲法第八十條明文規定：「法官

須超出黨派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給予法官最高之憲法保障與義務。但是緊接著憲法

第八十一條就規定了法官的終身職，這是為了保障審判獨立的方法；再進一步，又由法官

法規定法官之任用。換句話說，因為審判獨立為司法獨立之核心，所以應將司法獨立一詞

之狹義理解為審判獨立；但司法獨立也有廣義，包括司法系統之獨立，甚至指涉司法為協

助審判之行政業務，乃至於司法政策之形成。隨著司法機關的活動越往外擴，其規範基礎

就越需要釐清，這也是憲法法院需要進一步扮演角色之處。參見李念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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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成功的基礎。第三，二十餘年來，臺灣司法逐漸正常化，但內建於大陸

法系的司法科層體制中也有一緊張關係浮現。即個別法官的審判空間，與科

層體制對其表現的控制，必然相對；未實任的資淺法官尤其受到影響。

本文書寫結構如下。第貳部分回顧文獻，介紹兩種研究司法獨立的取

徑，並定位本文的分析理路：專注於制度發展的過程，特別是行動者的集體

動員，以及制度與行動者間的互動。第參部分說明資料收集與研究方法的選

擇。第肆部分進入實體分析，即法官的審判獨立，追蹤三大內部機制：事務

分配、人事制度、以及判決送閱制度，分析其二十餘年來的興迭變化。第伍

部分則討論現狀，即司法科層下之內部獨立性，尤其資淺法官受最大影響。

最後第陸部分總結，並提出本文的貢獻。

貳、文獻回顧：兩種研究司法獨立的取徑

司法是如何獨立的？本回顧將按照文獻的發展時序，介紹比較司法政治

中兩種研究司法獨立的取徑。在評估這兩種取徑之後，我將定位本文的分析

理路，並提出臺灣經驗的理論價值：第一，司法並不完全是由政治部門「讓

權」才獲得政治動能，司法部門本身的政治能量也可以帶來司法的變革。第

二，臺灣法官有一種「下上夾擊」的動員模式，而其動員帶來的效果包括正

式的制度變革，以及社群慣習的轉變。這兩種改變，分別在規範上（in books） 

以及實際行動中（in action），共同建構了法官在審判實務當中所經驗到的獨

立性，共同促進了真實的變革。換言之，司法審判獨立的建立，不完全在於

特定制度的有無，關鍵在於司法社群內部的動員政治。

司法獨立是現代政治體制的基礎建設，吸引眾多社會科學者提出質量俱

佳的研究。從不同的理論、經驗現象出發，文獻大致可分為兩大研究取徑

（approaches），其一，將司法部門視為分析上可自成單位的制度（an institu-

tion），並且從政治部門的角度來理解司法部門如何獲得獨立的權威地位，

我稱之為「外部觀點」；其二則是著重司法內部行動者，由內向外看，研究

一般法官如何發展出自主性，我稱之為「內部觀點」。從文獻系譜看來，前

者於 1990年代就開始發展，至今已具主流地位，資料豐富，且理論架構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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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各自成派；後者發展較晚，於 2000年後期開始出現，也反應法官主動

在法庭外的集體動員（off-bench mobilization）是較晚期的現象；相對於之

前文獻焦點關注法院如何透過判決（被）成為政治行動者，已有轉向。

外部觀點是制度層次的分析；即關注司法不受其他政治部門影響的制度

自主性。這一路研究的核心提問是：法院無錢無勢，如何能獨立？尤其，立

法者、行政部門，乃至於軍方與一般大眾，為何允許或寄望權力予法院？在

這一線文獻當中，政治競爭是決定性的因素。委任理論（Ginsburg, 2003）與

保險理論（Hirschl, 2007）以比較案例建立理論，從制度防火牆的觀點，解

釋為何政治行動者願意放開在握大權，設置獨立的司法，允許反將自己一軍

的可能。在政治轉型當中，司法獨立也可能取決於當權者對自己失勢的預期

程度：出自拉丁美洲的研究發現，法院其實是個具謀略的行動者2（Helmke 

and Rios-Figueroa, 2011），甚至懂得看時機見縫插針，專門挑當權者即將失權

的時候「叛變」（Helmke, 2002）。也有學者進一步指出，政治競爭的強度與

司法獨立的關係並不是線性的，而是曲線相關（curvilinear relationship）：如

果當權者面對的挑戰很微弱，其實沒有什麼動機建立獨立的法院；而當強人

領袖的權力大到一個程度，顯然也沒有動機保存法院（例如，俄國 Yeltsin在

1993年直接命令憲法法院關門），所以政治競爭的程度得要恰恰好在中間，

才會支持司法獨立（Rebolledo and Rosenbluth, 2009）。

不過，司法在政治紛爭中建立制度獨立性的途徑並不是只有一種。有可

能透過政治共識：司法改革可能在轉型期間成為政治上的最大公約數，而司

法獨立成為政黨間邁向未來的共識。如西班牙，在長期內戰之後，左右派政

黨都希望能夠從威權邁向民主，因此當左派政黨倡議基本權利保護與正式司

法獨立，執政的右派決定接受（Woods and Hilbink, 2009: 747）。再者，與上

述政治競爭邏輯完全相反的研究也出現：當權者在勢力如日中天之時，仍可

2  這個分析法院行動的理性策略模型（rational-strategic model）脫胎自美國司法政治的研究傳
統（Weingast, 1997; Epstein and Knight, 1998），提供了一種強調法院能動性的觀點，從一個
個人（individualistic）的角度來假設法院行為，建立微觀的基礎來分析司法獨立乃至於法
治（rule of law）（Hadfield and Weingast, 2014）。質言之，法院仍然是個相對於政治部門的
行動者。因此，這一線能動性的研究，依然在嘗試跟外部觀點的研究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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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意識扶植法院，讓法院可以延伸其國家治理—土耳其的法院為一例，

應軍政府的施政目標而生，被賦予「文明任務」，要引導政府組織與人民走向

現代化國家（Shambayati and Kirdiş, 2009）。又或者，法院其實可以提供當權

者正當性的基礎（Oseguera, 2009）。綜上，百家爭鳴研究中浮現的是，司法

獨立與行政部門所面對的政治、社會競爭有關，而邁向民主體制是一關鍵機

會。大規模的統計測試後來確認了這一點（包含 145個國家，超過 40年的

數據）：一個國家的族裔分裂（ethnic fractionalization），政治結盟與國會的

競爭程度，以及其政府體制為民主或威權，對於司法獨立的表現是有影響力

的（Randazzo et al., 2016）。可說是過去 20年來各種研究觀點的集大成。

上述強調政治競爭的外部觀點，或許只描述了一半的故事。這線文獻有

一假設：司法獨立是在政治部門允許之下才發生的現象，甚至是由政治部門

建立。在政治轉型的脈絡下，這一假設並沒有錯；司法獨立從無到有，政治

部門先讓出空間是一合邏輯的條件。然而，這個假設顯然忽略了司法內部的

能動性：法院並不等同於法官，法官們不是絕對被動的行動者。

另外一支強調法院能動性的文獻，則採取完全不同的觀點，從集體行動

（collective action）的角度來理解法院。這也就是我稱之為「內部觀點」的

研究取徑。相對於前述研究傾向研究（最高級別）法院的判決「結果」來分

析其制度表現；這一支強調法院能動性的文獻，則把焦點擴充到一般法院，

也重視司法獨立的發展「過程」，因而能夠看見發生在非制度管道當中的現

象，尤其能夠注意到法官的多元行動樣貌，包括在審判庭外的集體動員。

這線文獻對前一波司法獨立的研究提出挑戰。首先，法院的集體行動往

往是由觀念的改變所驅動。Hilbink 的研究指出：政治競爭其實跟司法獨立沒

什麼關係，真正造成積極司法獨立（positive judicial independence）的，是法

官內部集體意識產生質變（Hilbink, 2012）。這個觀察是相當精準的，在不少

大陸法系國家的經驗裡，職業法官並不會因為政治轉型後獲得政治空間，就

自動變成有自主性的行動者（Hilbink, 2007）。事實上，針對烏克蘭法官的最

新研究指出：在司法清洗法案（judicial lustration law）通過之後，法官獲得

了庭長（court chairs）的秘密投票選舉權，可以重新選舉自己的院長—但

他們還是選擇原來的上司（Popova, 2020）。另外，從法院推動轉型正義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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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來看，法官們是經過了一個被動員的過程，才進入了新的政治角色：他們

集體接觸新的人權觀念，由公民團體發起並引入，才開始願意在判決中採用

新的法律論述，移除時效消滅的障礙，讓政治受難者可以挑戰多年前威權政

體的迫害（González Ocantos, 2014）。值得一提的近期研究是 Ingram（2016），

以墨西哥與巴西的司法改革為案例，研究年輕的民主國家怎麼建立獨立、有

效的司法制度。結合地方層級（州）的數據與訪談，他主張成功的司法改革

是源於政治與司法領袖共享的理想：「非物質的，原則性的，綱領性的承諾，

認為民主社會中的法院有其應當扮演的角色」（Ingram, 2016: 3）。這本比較

研究結合第一支文獻的研究方法，但也挑戰其以政治競爭為核心的論點，指

出其忽略了理念（ideational factor）的解釋力。而且，Ingram 也觀察法官的

動員過程，帶來關鍵的影響：法官會主動出擊，向友善的政治人物尋求合作

或協力，以推行法院發動的改革政策。

第二，司法行動者（通常是法官）並非被動地被帶入政治競爭。事實上，

司法行動者的思想與行動會影響外部政治社會變化。值得一提的一份近期研

究來自於土耳其，也是近年來司法政治非常活躍的國家。Bakiner（2016）認

為法官的內部差異以及縱橫捭闔，會衍伸到政治場域影響司法政策發展。他

研究土耳其法官的「司法外動員」，也就是法官到了法庭外影響輿論、組織

團體，以促進他們的政治目標。參考埃及、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的經驗後，

Bakiner 甚至認為法官的動員能夠重新描繪（frame）政治社會爭議：

法官跟文官官僚體系，或軍方，或社會運動與政治人物的結盟，

並不只是單單反應社會上原本已存在的政治分裂。就算是現存的

政治爭議觸發了這個鬥爭，司法行動者也還是會從法律與司法的

角度重構他們的論述，而不會只單純模仿他們在司法部門之外的

同盟或對手。隨著司法內部聯盟重新組合，司法鬥爭也重構社會

政治爭議的語言。（Bakiner, 2016: 139）。

很明顯地，這一線文獻發展至此，已經發現了另一種司法與政治部門的關

係：司法並不是由政治部門「讓權」才獲得政治動能，司法部門本身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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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就可以帶來司法的變革，甚至與外部行動者互動結盟—政治人物、軍

方、公民社會與一般大眾—重構制度與政策。

回顧於此，上述兩大取徑的擅場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外部觀點」的

研究多採用從結果回推（outcome based）的研究方法：先從理論汲取分析型

定義後，再衡量案例中的實況。如此一來，外部觀點的研究大多專注在可標

準操作化的法院表現上—其待解釋的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通常為

判決結果、預算，或者各式各樣的「法治指標」。這讓研究者不自覺地採取

三點理論假設：第一，司法獨立在有—無的兩個端點之間移動；第二，每個

國家的司法獨立起始點與終點都相同；且第三，每個國家所面臨的權力鬥爭

的病理是類似而可以相比較的。

但這三個假設顯然有根本的問題。借用 Krygier 分析法治（rule of law） 

的洞見：法治的研究需從「濫權」，也就是權力發生問題的地方開始（Krygier, 

2016: 203）。換言之，司法獨立的研究應該要從司法的內部權力運作出發，在

「司法可能不獨立的地方」找到司法獨立的觸發點。質言之：司法不獨立源

於有權者的不當干涉。而正因為每個國家的當權者特性不同，其不當干涉的

切入點與手段不同，而法院可以援用的歷史、社會與政治資本皆不同，因而

司法獨立要扭轉的關鍵點，以及其賦權的路徑都會有所不同。採用外部觀點

的文獻之所能獲得巨大的研究成果，來自於簡化這個差異，因而能捕捉到放

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但當然也犧牲了這些差異裡的精巧細節。

第二支「內部觀點」的文獻著重過程，能夠捕捉細節，恰好補足了外度

觀點研究的弱點。本文同樣採取內部觀點，不過在分析上有兩點推進。第

一，本文提出一個新的法官集體動員模式。臺灣法官也是活躍的政治行動

者，其集體動員發生於制度內的軌道，也在制度外倡議與組織，推進司法政

策改革。臺灣的的法官動員有「下上夾擊」的特性：從基層法官發動，由司

法行政階層接受，進而改變政策或慣習。這個司法動員的特點呼應了臺灣民

主化的發展，也同時由草根民主運動以及菁英主導的政治改革驅動；可說是

一個具臺灣特色的動員模式。與歐洲、拉丁美洲的比較研究對話，臺灣一方

面同樣證實了司法變革的動能同樣來自法官社群內部的思想變革，而此思想

變革可以從自發性的動員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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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審判獨立的建立，並非在特定制度的有無，而在於司法社群內的

政治改革。內部觀點的諸多研究有兩項特色：㈠研究標的為特定制度出現，

或者某一慣習如何出現、如何改變；㈡注重法官與政治場域的互動，例如，

指出法院可能反應政治鬥爭，法官受到政治人物的影響，變成當權者的橡皮

圖章（Popova, 2010）；或者，法官與政治人物組成侍從網絡，法官的政治動

員也恰恰反映外部政治的鬥爭（Trochev, 2018）。又例如，法官可能反向進入

政治場域，以法律論述重構社會爭議（Bakiner, 2016）。本文所提供的臺灣經

驗在這兩點上都有突破：㈠本文追蹤多個機制，以及其長期的影響。關鍵

的發現是，司法變革的效果之所出現，乃是多個機制彼此拉抬的共同效果。

㈡本文展現一種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的變革。在臺灣法官爭取審判

獨立的政治過程當中，法官其實是在跟一種舊政治的慣習搏鬥。這種向內、

向上看的舊政治展現在司法行政對各法院的控制，也展現在院長、庭長對於

一般法官的控制。所以，司法行政階層接受挑戰，改變規範，以及庭長院長

改變態度，在審判日常當中展現尊重庭員的態度。本文所揭露的臺灣經驗，

可以說是一種「體感獨立」，具體而微的展現法官內部的政治動員，為整個

社群注入一種開放、獨立的動能。當法官內部的政治意識與行為模式已經改

變，相同的制度也會有不同的效果。舉例而言，以臺灣資淺法官的經驗為

例：無論是 20年前，或者是 20年後，未實任法官的判決都會經過庭長審

閱；但是 20年前的庭長審閱多有侵害法官獨立性的爭議，現時的庭長審閱

卻支持了法官的專業養成。顯然，審判獨立是由多種機制牽連而成，當整體

審判獨立性提升，單一制度並不會決定或否定審判獨立的存在。

總而言之，本文旨在探究臺灣審判獨立的草根經驗，分析司法行動者的

集體行動與制度的互動，以了解司法獨立的發展路徑，也進一步理解為何臺

灣司法發展出現相對應的特徵。本文的分析層次是法官個別的獨立—即法

官個人在個案審判當中的獨立經驗—與傳統研究，聚焦於政治競爭下司法

作為一制度之獨立，有所不同。在理論位置上，本文吸收了「內部取徑」的

兩大洞見，追蹤法官政治行動意識如何發展，其集體動員如何內外捭闔，並

進一步提出臺灣經驗的貢獻。



打造司法獨立：臺灣審判獨立機制之發展、互動與影響 9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

本文具體的研究對象則為影響審判獨立的制度，包括具有正式效力的規

範與政策，以及各種非正式的機制（mechanism）與慣行（practice）（Helmke 

and Levitsky, 2004）。更簡單地說：我觀察法院處理人、錢、事的方法。有時

候這些處理方式會以法律的樣貌出現，有時候是行政辦法，有時候則是司法

社群內的行為、慣習，甚至是認知。我使用的資料來自於媒體報導、官方檔

案、相關民間出版品。官方檔案包括司法院公報、各種會議紀錄，以及由政

府機構出版的司法改革紀實；民間出版品則例如民間司改會的雜誌與記者會

紀錄（收藏於其數位典藏檢索系統）。

除了大量的檔案資料（archival data）之外，我也使用深度訪談以及在田

野中觀察而得的資料。於 2016 年 9月至 2017年 3月之間，我正式訪談了 31 

位法官，他們來自花蓮、臺北、士林、新北、桃園、新竹、臺中、南投、雲

林、臺南、高雄共 11個地方法院，以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高分院、花蓮高

分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還有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

最年輕的法官為 55期，最資深的法官為 18期。訪談從 40分鐘到三小時不

等，採半開放式，邀請法官分享跟同儕、庭長（乃至院長）、前後輩的互動，

對於法律制度或政策的看法，或是個人在其中的體驗。受訪對象的招募原則

有三：㈠囊括三級法院，㈡地域分布多元，㈢性別盡量平均。借助大學時

期就讀法律系的人際網絡，我從高雄、臺南、臺中、桃園、臺北五個地方法

院開始，首先訪談我的大學同學、學長姐╱學弟妹，再請他們介紹同事。田

野期間，剛好遇到司改國是會議，政論風氣興盛，有不少法官匿名或公開地

在網路上發表言論，這也幫助了我接觸更多受訪者。我也在實體活動或者網

路社群中觀察司法從業人員。與我對話的法官或法院人員（例如法院助理、

書記官、法警、替代役男等等）雖然不一定有可供辨識的姓名，但他們的言

行也都已記錄在我的田野筆記中。這段浸潤田野的經驗給予我許多洞見，幫

助我更加了解司法社群。

本文選擇訪談以及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作為研究方法，是因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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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的方式，去了解法官的「體感獨立」。用學術的語言講，是去探索審

判獨立這個規範，如何在法官的日常生活中（被）實踐與經驗。這個法經驗

必然是動態的，是制度與各種政治、社會、文化元素互動的結果。換言之，

當研究者進入司法行動者的日常生活，了解他們在不同時空脈絡中的行動經

驗，才能了解制度如何以各種樣貌起源、生根、發展，乃至於如何有效。近

年來，傳統法律研究領域又再次出現更新方法論之倡議。有法治領域之論者

提出「民族誌」的概念（Cheesman, 2018），主張要以一種在地（situated）的

角度來研究法治（rule of law）：

帶有民族誌觀點的探索，對特定的方法論有所承諾，會去注意法

治的概念位於何處、如何落定位，是否有實體或時間性，又跟可

觀察到的活動與形體有何關聯。（Cheesman, 2018: 171）

我也採取類似的立場：我關注的是審判獨立何時被提起，如何被提起，法官

怎麼（在職涯的不同階段）經驗審判獨立，而在過去數十年間，臺灣法官的

審判獨立，又經過什麼樣的流變。當然，這種理解法律規範的研究視角—

強調經驗之脈絡—在法與社會學界（Law & Society）不是新鮮事，反而是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再次浮起的提醒。知名比較憲法學者 Kim Lane Scheppele 

早在兩千年初期比較司法政治興起時，就曾經提出「憲法民族誌」的洞見：

〔⋯⋯〕憲法民族誌不問特定憲法設計與特定制度效果之間如何

關聯，而是會去看特定脈絡中的邏輯，藉此釐清下述元素之間的

複雜相互關係：政治、法律、歷史、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元素。

（Scheppele, 2004）

抱持著相同的研究企圖，本文將從田野中獲得的各類各式資訊，建構臺灣法

官二十餘年來，所經驗到的「獨立」是如何演變，並藉此分析臺灣司法獨立

的過程、模式與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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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三大審判獨立機制： 
法官於體系內動員之過程與結果 

司法內部的控制機制是審判獨立真正的眉角所在。法院的核心工作是個

案審判，而利害關係者嘗試影響的也必然是個案結果，故司法獨立的具體顯

現（manifestation）是在每個個案當中。而能夠直接影響第一線法官個案審

判的，是司法內部的人事與事務管理機制：法官在法院裡需要面對的庭長╱

審判長、行政庭長、院長；法官在個案裁判裡必須適用的法律、法律解釋；

以及每個法官都在乎的工作保障與職涯發展。追蹤司法內部的管理機制，能

夠幫助我們了解法官的現場經驗：審判獨立如何可能受到他人影響？也才能

夠理解規範上，法官如何能夠擁有不受他人影響的審判獨立。

本文追蹤三大法院內部機制—事務分配、人事、送閱制度—從 1990

年代至今的發展。數十年的變化當中隱然浮現有趣的發現：第一，法官的動

員有下上夾擊之模式；第二，動員改變的不只是白紙黑字的規範，也改變了

社群內的慣習。經由自我動員而獲致（acquired）的觀念與行為，生根成為

新的司法實踐；以至於，多年後，即使白紙黑字的規範又改變，法官們的審

判獨立仍然穩穩地鑲嵌在集體實踐之內。換言之，是法官的動員本身建立了

審判獨立：法官們由自身的行動建造了新的規範。

一、事務分配

九零年代中期以前，臺灣法院內部的事務分配一直都實質掌握在各院院

長手中。此現象使個案審判的獨立空間被嚴重扭曲，因院長實際上可分派案

件給聽話的法官，從源頭控制案件結果（王金壽，2008a: 143）。這是明顯違

法的作法，因法院組織法第 79條3明確規定，事務分配應由法官會議決定。

1993到 1995年是關鍵的時點，在短短幾年之間確立了事務分配的獨立

3  各級法院及分院於每年度終結前，由院長、庭長、法官舉行會議，按照處務規程及其他法
令規定，預定次年度司法事務之分配即代理次序。前項會議並應預定次年度關於合議審判

法官之配置。



1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機制。此突飛猛進的發展是下上夾擊的結果：當時基層法官的有效動員，與

官方由上而下的政策轉向，都扮演決定性的角色。4首先，王金壽的研究指

出，驚天動地的改變來自於臺中地方法院303室，一群後來被稱為「改革派」

的基層法官（王金壽，2007）。1993年 12月，九名臺中地院法官召開記者

會，呼籲事務分配應該屬於法官全體而非院長一人。兩週後，他們成功地在

自己的法院內獲得支持，以 41:34的票數通過決議，下一年度的事務分配將

由法官本身組成的小組決定分案規則。臺中地院「起義」的時候，各地有許

多法官聲援。公開表達支持之意的是臺北地院，有 39位民刑庭法官連署

（楊肅民，1993）；而臺灣高等法院也有 54名法官簽名支持（鍾沛東，

1993）。此事顯然在法官社群中流傳甚廣：有幾位當時不在臺北也不在臺中

的法官表示記得此事。一位當時在臺南地院服務不久的法官，表示當時不少

年輕的同事都很同意臺中的行動（受訪者 TWJ201708）；另外有一位法官當

時在板橋地院，也記得跟同事們暗暗叫好（受訪者 TW201709）。

司法院的政策立場則由消極轉為積極。首先，面對各方壓力，司法院長

林洋港在 1993年年底，行文5給各法院要求落實事務分配（82院臺廳司一

字第 23523號函）。然而，真正造成全國法院改變的，還是後來後續風行草

偃的司法院政策。1994年，司法院院長施啟揚上台組織司法改革委員會，

多位改革派法官都成為委員，事務分配自然是相當重要（甚至可說是最重要

的）議題之一。司改委員會於第三次會議中決議：「建議司法院在法官會議

4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九零年代初期，司法內部就已經有鬆動院長控制的跡象。一方面，基
隆地院早在 1992年就已經訂定了辦法，處理該院法官事務分配與調動的問題（辦法是在民
國 81年提出，82年修正）。另一方面，高等法院也有法官自主發聲要求法官自治，雖然並
沒有成功改變院長的遴選方式。當時，在 1992 年國民大會修憲期間，兩位高院法官推動法
官自治條款入憲，透過具律師身分的國民大會代表王富茂尋求連署，正式提出修正案。這

項修正案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都仍相當基進，「各級法院院長由各該法院所屬法官依法互推選

任，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過，並不意外的，當時的司法院長林洋港明白表示

反對。畢竟，司法院長對各院院長的人事權是極其核心的政策工具，失去人事權將影響司

法院長推行司法行政的管道。

5  函文內容：「各級法院有關下年度司法事務之分配，代理次序及合議審判時法官之輩致，應
即依照法院組織法第 79條，第 80條暨各級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之規定，於年度終結
前，由院長、庭長、法官舉行會議預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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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未建立前，通函各法院依法官選舉方式，由全體庭長、法官推選組織成

事務分配小組，研擬事務分配草案，依法院組織法第 79條規定提經年終會

議議決。」而司法院也真的如實行函6要求各法院，「應即確實一致法院組織

法等有關規定〔⋯⋯〕由庭長、法官分別推選人員組成事務分配小組，研擬

事務分配草案，再提經會議議決，以落實〔法官〕會議之功能。」（83院臺

廳司字第 22167號函）

司法院令下，各個法院開始乖乖落實事務分配。7規範上看來，包括臺

北地院、基隆地院、臺中地院、臺南地院、高雄地院8都提出了事務分配辦

法；雖然辦法們有長有短、處理的面向也不盡相同。不過，好幾位服務超過

25年的資深法官9分享當年的經驗，認為司法院的要求的確造成了各法院內

的改變。我徵詢一位當時在板橋地院的法官：他所在的法院推動事務分配是

因為臺中地院的啟發、還是因為司法院的決定？他表示，不是響應臺中地院

法官，雖然我們心裡都暗暗叫好，但是因為司法院要求才有。（TWJ201709，

田野筆記 2017/03/15）另一位當時在臺南地院的法官也有栩栩如生的分享

（TWJ201708）：

問：所以那個時候法官會議還沒有落實？

答：沒有沒有，〔民國〕81到 83中間，那個時候我們跟一些 31

期要去做事務分配，法官要參與事務分配。我們還會被提

醒。以前臺南地院辦公室和宿舍只隔一條巷子，所以我們常

6  函文內容：「有關下年度（八十四年）司法事務之分配，應即確實一致法院組織法等有關規
定，於年度終結前，由院長、庭長、法官舉行會議預為決定，並宜視各該法院庭長、法官

人數多寡，於會議前酌採選舉方式，由庭長、法官分別推選人員組成事務分配小組，研擬

事務分配草案，再提經會議議決，以落實會議之功能。」

7  司法院其實也對事務分配小組的人員組成有所要求：庭長、法官各半。在司改委員會的會
議實錄中也可以看出司法院對各地方法院的要求有確實傳達，例如，高雄地院就發言表

示：「我們的成員組成很符合司法院要求，共有 31位，半數是庭長。」
8  民國 84年通過。
9  TWJ2017–02來自花蓮地方法院、TWJ2017–08 來自臺南地方法院、TWJ2017–09 來自板橋
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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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辦公室加班嘛。行政庭長三不五時利用你還在加班就來

跟你說，哎呀，工作已經這麼忙了，事務分配就不要管了，

要不齁，太早長出來的草，就會被割掉。就是暗示你不要管

公共事務。

問：你們去跟院長講是受到臺中地院事情的影響？

答：對對對，當然當然，因為那時候大概就慢慢有這樣的風潮

嘛，那時候我們就去跟院長講，這件事是好事，而且對你有

好處。你跟著我們一起做，榮耀歸給你，可是他就是不要。

問：後來怎麼樣法官會議才落實？

答：後來其實就法制化以後。就是司法院要求都要，後來他〔院

長〕就調走了啦，也有關係。10

由此觀之，這一項臺灣司法獨立的重要機制，最後的關鍵是行政系統由上而

下施行政策。這呈現一種由下再上的動員過程，先是法官的集體行動遍地開

花，獲得主政者支持，進一步建制化。 

上述的訪談資料也顯示：事務分配是法官會議的核心，故法官會議跟事

務分配兩大改革是在同一波發展中落實。1995年司法改革委員會通過了法官

會議試辦要點，選擇九個法院11試辦。從會議實錄中可以清楚看出，該制度

建立的過程一直是在改革派法官鍥而不捨的監督底下（司法院編，1996a: 

473–497）。不過，從各法院回報的資料中看來，法官會議並不算是特別受支

持的新制：似乎是因為法官們從來沒有一起開過會，也從來沒有自治過，所

以其實對於法官會議可以決定什麼事情沒有定見（司法院編，1996b: 1253–

1255）、也不容易獲得共識。12而司法院似乎也尚未意識到法官會議將會根

10   很有趣的是，從司法院存檔的資料看來，相對於其他地院而言，臺南地院事務分配要點也
特別簡單。 

11   全國法院的三分之一，高本院，高雄高分院，臺北地院，新竹地院，臺中地院，雲林地
院，高雄地院，屏東地院，花蓮地院。從 1995/4/15開始起試辦六個月，配合年底舉辦法
官會議。

12   當時法官會議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其下轄的事務分配委員會，因為有法院組織法的法源依
據。法官會議到底要做什麼、決策的範圍到哪裡，是另一個法官們有疑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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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地改變司法行政的範圍與治理管道，因此也並沒有提出統一具體的辦法

給各法院參考。2001年，司法院開始掌握事務分配的統一性原則。13具體來

說，為了協助「法官專業辦案」，司法院訂下基本的專庭要求，以及一些抽

象事務輪替原則（如資歷、歷練、專業認定等等）。不過，具體的遊戲規則

還是留給法官會議決定。

事務分配的規則有了結構，真實的管理問題遂浮現。在訪談過程當中，

我進一步發現：民、刑的熱門排序很快就出現，亦有相爭資源的狀況。兩千

年代初期，據稱由於交互詰問剛實施，新規則多，刑事案件又容易受矚目，

因此壓力較大，法官們傾向調動至民庭。連司法院也肯認這個問題：「九十三

年 〔⋯⋯〕建立法官民、刑、少年專業分流制度，實施以來雖具成效，但亦

衍生趨民避刑等缺失。14」（99院臺廳司一字第 0990001644號函）但後來，

刑事案件因為受矚目，容易獲得重視，也獲得較多的資源（TWJ201602；TWJ

201604），甚至，有法官表示，「厲害的書記官都會分到刑庭（TWJ201603）。15」

所以，反倒也出現刑庭較難以調入的情況（TWJ201602）。在案件量負擔愈

來愈重的整體趨勢下，每年新法官調入時，民刑庭也會爭執新員額。另外也

有小庭不受重視的情況，少年相較於刑庭，以及家事相較於民庭，都是在法

官會議上爭不過其他人的小庭（TWJ201610）。

這些法院內部的競爭與拉扯，證明了法官會議已經成為具實質功能的制

度，在法院治理的決策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不過，也很明顯的是：法官

最在乎的是審判獨立，而非共同治理；成立法官會議是為了防止院長專斷操

縱，而非為了創造更有能力、更有效率的法院。換句話說，這一輪法官動員

的效果，創造了新的實踐，實質化（substantiate）了（其實始終如一的）規

範。但也正是因為該動員的核心成果是抗拒干預，而非積極治理，所以，法

官會議至今的運作雖然可以防堵司法行政濫權，卻未必能解決各法院內部的

13   法院組織法第 79條新增了第二項，明確授權司法院規定事務分配的辦法。
14   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民刑事及特殊專業類型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P. 

115。司法院公報第 52卷第 3期，2010年 3月。（司法院編，2010）
15   另外兩位受訪者（TWJ201602；TWJ201604）也都覺得刑庭的書記官打字比較快，前者甚
至指出「只有刑庭有雙螢幕，民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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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效能問題。

二、人事制度

司法內部的人事制度改革是臺灣司法獨立的重大成就，早有學者為文探

討（王金壽，2008a; 2008b）。值得注意的是，人事制度的改變從 1990年代

成為改革焦點以來，至今二十餘年，規範一直都有持續調整，實踐上，也持

續發生爭議事件。本段將描述兩項關鍵的人事制度變革，並分析其發展模

式。與上述獨立機制發展相似的是，由下而上（bottom-up）的動員以及由

上而下（top-down）的官方政策立場，共同促成改革。

㈠人事審議委員會
法官的升遷、調動是司法人事的核心。掌握了「誰可以去哪裡」的權

力，當然也就掌握了人心向背，也是司法行政首長發揮影響力最重要的機制

之一。臺灣法官人事的處理方式基本上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發動，由司

法院長的幕僚單位人事處，提出名單。第二階段是審核與決議，由司法院人

事審議委員會（下簡稱人審會）決定各項人事案。相較於司法院長—及其

幕僚單位人事處—是單一且踞居高位的目標，人事審議委員會諸多席位稍

具開放性，因此在九零年代的司法獨立運動中，人審會很快就成為改革目

標。有意思的是，數十年來，人審會一方面變得更具有內部代表性，但另一

方面，始終不變的是基層法官對司法行政控制的擔憂，反映在不同審級代表

的緊張關係上。

法律規範演變明確趨向透明與內部民主化。首先，人審會在 1980年從

無到有。審檢分隸之前，由於高等法院以下的法官隸屬於司法行政部，人事

決定流程並無明確的規範。1980年，審檢分隸後司法院組織法第 20條修正

公布，法官的遷調才第一次明定由司法院人審會負責（林孟皇，2010）。其

後，此條文經過了兩次修法，大約每十年一次，往更加具有法官群體代表性

的方向修正。

第一次修法是1992年，開始明定人審會中要有各審級的法官代表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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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司法院「官派」的代表仍然佔據多數為11名。16這一項加入「民選」

法官代表的制度變革，是很重要的制度基礎，允許基層法官進入人事案的決

策過程。1994年，三名臺中地院改革派法官成功贏得席次，進入人審會。

雖然他們的席次很少，未能在具體議案上發揮決定性的效果，但是，「他們

成功抵制一些操行可疑或有爭議性法官的人事案。」（王金壽，2007: 12）事

實上，這些「民選」法官代表進入人審會一項重要功能是揭露資訊。人審會

的運作本來「是一個黑盒子」，甚至「只是個橡皮圖章」（王金壽，2008a: 

147），只是在形式上通過司法院送來的名單。但是自從民選法官進入人審會

之後，升遷調度的透明度大增。

這二十五年來，民選人審會委員發展出最重要的功能，是公開人事資

訊。一位曾任人審委員的受訪者表示：

人審委員（會）自己主動把拿到的資料公開，貼到論壇上面去，

所以通常是在開會前的一個禮拜，大家可以在法官論壇上面看到

人事名單，這時候就會開始醞釀一些討論。（TWJ2016–19）

他也表示，「司法院到目前為止，還是認為人事名單不可以在開會前公開」，

不過，「各界的人審委員已經不管司法院的想法了。」而且這種揭露資訊的

慣例一旦建立起來，「它從開始就沒有斷過」。訪談當日正是人審會開會的前

一週，這位受訪者頻頻起身檢查法官論壇，查看人審會委員是否已經把名單

放到法官論壇上。可見得，法官群體內部對於人事決定的流程不僅熟悉，分

享資訊、評論決策也已經形成社群的慣習。 

人審會的第二次修法在 2001年，進一步將「民選」的人審會代表變成 12

人，超過了官派 11人；同時，民選代表的選區也根據審級切分得更細。17不

16   有趣的是，由司法院提出的修正草案當中，只說人審會要有各個審級的法官代表，然而後
來通過的卻明確指出要有十名民選代表，由各層級法官選出。

17   「前項委員會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秘書長、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司法院各業務廳廳長，高等法院院長及最高法院代表一人，最高行

政法院法官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推選代表一人，高等法院法官代表兩人，高等行政法

院法官代表一人，地方法院法官代表七人為委員。法官代表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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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增加的民選代表其實是來自三審以及二審，地方法院的代表人數沒有改

變（仍為七人）。18更明白地說：來自上級法院的法官代表人數增加了，來

自基層地方法院的代表人數比例自然就下降了。人審會第三次的制度改變發

生在 2011年，法官法公布施行，第四條明文規定人事審議委員會之產生方

式及審議事項。19這一次，「官派」與「民選」法官代表的數字與過去是一

樣的，同樣是 11人比上 12人，民選法官代表來自的審級比例也依舊，來自

地方法院的代表人數仍然是七人。唯一不同於過往的重大變革是，法官法的

設計加入了外部委員三名，由法務部與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舉非檢察官與

律師的學者專家擔任，雖然他們只有在特定的議案上有表決權。

人審會的規範雖然一直往正面方向變化，但是，法官社群一直都對司法

院「官方」有很深的憂慮。在人審會裡，這種根深蒂固的戒心反映在審級代

表的緊張關係之上：來自地方法院法院的法官隱隱然有種集體動能，隨時準

備要挑戰侵害法官獨立性的人事決定。2012年的「花蓮地院法官強制調動

案」正是反應這種動能的例子。

當時，花蓮地院法官陳嘉瑜受命審理花蓮市民代表大會前主席黃枝成毆

18   這段期間，人審會同樣也有擋下爭議性人事案的事件。2007年，賴英照院長上任後，第
一次提出派任院長案，提名時任高院法官趙功恆派往連江地方法院任院長。人審會否決了

這個派任案，原因是趙功恆法官似有人際交往不恰當以及關說之傳聞。有趣的是，根據新

聞報導，並不只是民選的人審委員反對此人事案，而也有官派的人審委員提出質疑。從人

審會改革的歷史看來，放入民選委員似乎造成了整個人審會的質變，官派的委員已經可以

不再為司法院提出的人事案護航，而可以回到其制度角色，提出異議，達到檢核效果。王

文玲，2007。（作者感謝審查人提出此據）
19   第四條（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依法審議法官之任免、轉
任、解職、遷調、考核、獎懲、專業法官資格認定或授與、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延任事項及

其他法律規定應由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事項。前項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並任主席，除第一款委員外，其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名額及產生之方式如

下： 一、司法院院長指定十一人。二、法官代表十二人：最高法院法官代表一人、最高
行政法院法官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代表一人、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高等行政法院

及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代表一人、地方法院及少年及家事法院法官代表七人，由各級法院法

官互選之。三、學者專家三人：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推舉檢察官、律師以外

之人三人，送司法院院長遴聘。學者專家對法官之初任、再任、轉任、解職、免職、候

補、試署法官予以試署、實授之審查及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延任事項，有表決權；對其餘事

項僅得列席表示意見，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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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女民代案。在決定延長羈押時，她的合議庭庭長陳世博要求法官陳嘉瑜補

充延押理由書。由於陳嘉瑜法官曾經聽聞庭長涉嫌收賄，又覺得沒有必要補

充理由書，在兩人意見僵持不下之時，言語衝突爆發。陳嘉瑜法官亦公開指

稱陳世博庭長收賄關說。後來，司法院決定以法官法第 45條「人地不宜」

條款為依據，在違背兩位法官意願的情況下，將陳嘉瑜法官強制調至屏東地

院；而庭長陳世博則調至桃園地院。

調動案送到人審會，引發極大的爭議。來自基層法院的人審會代表強烈

反對，認為這有侵害審判獨立之疑，但司法院跟來自上級審法院的代表並不

這麼看。會議上爭執不下，六名地院法官代表甚至退席抗議。人事案確定

後，兩位被強制調動的法官提出再議，而全國法官社群群情沸騰，在 21天

內快速收集到全國九百多個法官連署抗議，「反對無理調動」。一個月後，人

審會再次開會審酌，審級衝突依舊：「七位一審人審委員再三指陳這種調動

有侵害審判獨立的疑慮，違反《法官法》第 45條第 1項第 4款的意旨、違

反比例原則、強制調動理由空洞等等。」（林孟皇，2013）但司法院的官方

立場不變，也有來自二審的人審會委員表示支持。最後，表決結果仍是通過

調動案。20

這個案子的意義有二：第一，臺灣法官社群對於獨立性，尤其是在審判

上所擁有的空間，非常敏感也非常具行動力。當時的全國法官人數約為一千

九百多人，可以說是有一半左右的法官表態反對司法院強制調動。這次的集

體行動再一次顯示了臺灣法官的核心認同是不受（司法）行政干預的審判獨

立，二十年來如一。第二，法官始終對於司法院官方有深切的疑慮。無論規

範如何演變，在實踐上，基層法官的戒心從未放下。此動能在九零年代被發

20   後來，陳嘉瑜法官向職務法庭提起訴訟，要求撤銷當時花蓮地院對她做出的警告處分，但
失敗。職務法庭認為，調動針對的是陳嘉瑜法官不當言行（公開指涉其庭長收賄關說），

不涉及她的審判獨立。因此警告處分是職務監督，而無影響審判獨立之虞：「傳述系爭傳

聞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實不當行為之適法處置，核與審判獨立無涉。」對職務法庭而言，

「法官只有在審判之範疇內，始享有審判獨立之保障，超出該範圍即無主張審判獨立保障

之餘地。」見職務法庭判決，102年度訴字第 2號。不過，從職務法庭的人員結構來看，
五位資深法官所組成的法庭恐怕不容易推翻花蓮地院院長做出的決定。何況，其中的審判

長是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也是人審會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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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來之後，沒有改變，只是在不同議題上冒出頭。

㈡庭長
花蓮地院強制調動案指向了另一個關鍵的機制：庭長的角色。在司法體

系中，庭長是最直接接觸到法官的行政監督角色，21如果要影響個案—不

管是來自司法內部22或者外部23的影響—庭長都是關鍵的一環。一方面，

庭長作為司法行政的一部分，可能以監督之名，行干涉之實；而另一方面，

審判長（庭長為當然審判長）在審判中擔任訴訟指揮，可能在合議庭的評議

過程、合議庭成員的社交互動中，發揮非正式但實際的影響力（TWJ201708）。 

這種庭長所擁有的正式、非正式影響力，也正是過去二十多年以來不斷被改

革、限縮、規範的對象。

首先，在改革風潮興起以前，「庭長對於判決有絕對的決定權」（李相助，

2013: 276–277）。事務分配未回歸法官會議決定之前，法官會被分配到哪個

庭、在哪個庭長的合議庭裡工作，取決於院長。因此，如果被分配到自視為

「長官」的庭長，法官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面對庭長對個案的「指導」。24具體

而言，庭長的「指導」可能發生在三個階段：㈠評議：在討論案件的過程中，

21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第 15條，《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第 20條，《最高
法院處務規程》第 19條。

22   來自內部的關說案例，如 2010年的蕭仰歸法官為子關說案。負責此案的受命法官，高院
法官高玉舜明確指出，她受到的壓力就是直接來自於合議庭的審判長。「高明哲說：『他是

蕭仰歸的兒子，有來拜託啦！人家就是要拼無罪，連判罰金都不要！』」甚至，在她堅持

要判有罪的時候，審判長高明哲還拿出另一份已經寫好的無罪判決，讓陪席法官選一份簽

名。而陪席法官林洲富選擇了審判長的無罪版本。見蘋果日報 （2010）。
23   來自外部的關說案例，如 2013年定讞的高院法官集體貪污案。此案主要分為兩部分，第
一部分是何智輝涉嫌苗栗銅鑼土地徵收弊案，行賄高院審判長陳榮和與受命法官李春地。

第二部分是張炳龍涉嫌貪污，行賄高院庭長房阿生與陪席法官蔡光治。值得注意的是，撰

寫判決的是受命法官，應該要成為主要的行賄對象；但在這兩個案件當中，收賄的反倒不

一定是受命法官，而都有庭長╱審判長收賄。可以合理推斷，行賄者認為收買庭長╱審判

長是有效果的。

24   不只一位法官曾向我表示，他們在剛分發的時候，庭長會用紅筆改自己或者同事的判決，
也曾經聽過庭長因為不滿意而發脾氣摔判決，「以前還有庭長會把你的判決整個打叉，後

面寫得密密麻麻。（TWJ2017–09）」這幾位法官的期別在 35期上下，大約是在民國八十幾
年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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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受命法官對個案的判斷。㈡裁判書撰寫：在受命法官做出裁判之後，更

改判決；這在送閱制度尚未廢除以前，是庭長最關鍵的監督（或者干預）手

段。以及㈢考核：在評估表現時，給予法官正評或負評，影響她╱他的職涯。

二十多年來，由於送閱制度逐步廢除，第二階段的干預已經近乎不可能；25

但第一與第三階段的影響，仍然存在，雖然在實踐上也有根本的改變。

首先，庭長在評議過程的非正式影響力，已經由「庭長任期制」大幅限

縮。在 1998年落實任期制以前，一二審皆有「萬年庭長」的現象。此現象

之產生，一方面是並無法律或司法院內部規範限制庭長任期，二方面是庭長

分派案件數較少，甚至無需擔任受命法官，26所以庭長們傾向留在原職位直

至自願請調，或優遇退休。一審庭長還有往二審調動的誘因，但是二審庭長

很有可能長久待在原職位。庭長本就掌握考核其他庭員表現的權力，再加上

長期在位，在案件評議過程中便佔據上風。庭長任期制正是削弱此權力與影

響力的設計。

推動庭長任期制的過程，也可以視為當時體制內基層法官與司法院聯

手，改變陳年慣習、推行新制度的又一次改革。事實上，司法院的立場根本

性地決定了此項制度的發展：㈠前後兩任司法院長堅持推動新制，以及㈡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憲文，肯定新制度之合憲性。

1995 年，司法院宣布庭長任期辦法（84院臺人一字第 08787號函），規

定一審庭長任期三年，二審庭長任期四年，任期屆滿則可能免兼庭長職務，

回任一般法官。三年後，司法院如實在七月討論一審免兼庭長的人事案，決

定在 38位任期屆滿的一審庭長中，九人續任，九人調二審法官，五人申請

退休，兩人延長一年，另外有 13名任期屆滿的一審庭長被免兼，回任法

官。在司法院處理完一審的庭長之後，下一步是二審庭長；但卻於此發生激

烈的衝突。高本院庭長的集體行動非常迅速，在八月的民刑事庭長聯席會議

中決議組成「反庭長任期制工作小組」27（李相助，2013: 131）。他們主張，

25   不過，實踐上，庭長╱審判長仍然有可能更改候補法官的判決。詳見後述。
26   這是林洋港擔任司法院長時期的政策。
27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組長，民一庭庭長顧錦才，組員有李相助，常尚信，房阿生，張耀
彩，陳祐治，王振興，均為高院庭長。其中房阿生法官後因收賄案遭監察院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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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法官的身分保障受憲法與法律規範，28司法院以行政命令推行降職的新

制違法違憲。監察院也提出調查報告，認為司法院正在推行的庭長任期制欠

缺法律授權，而且也有合憲性的爭議，似乎不應該急著以行政命令的政策層

級推行。

庭長們跟司法院的衝突很快升高。庭長們甚至提出釋憲聲請案，要求大

法官會議就庭長任期制的合憲性做出決定。先有被免兼庭長職務的板橋地院

庭長陳雅閣法官提出釋憲案；後來，又有高院庭長共同行動，強烈要求大法

官儘速釋憲。事實上，由於高院院長與司法院的政策立場一致，高院庭長們

還曾經聯手「突襲」他們的院長，企圖提出釋憲案：趁著高院院長與司法院

長到南部出差時，民一庭庭長擬函給代理院長職務的刑一庭庭長，聲請大法

官釋憲。當天，幕僚人員私下通知院長立刻搭機趕回臺北、抽回公文，聲請

案才未提出。高院庭長們其他的行動包括揚言罷工（將仿效最高法院採取限

量分案）、評鑑司法院長、燒毀司法院頒發的獎狀獎章等。從被改革者反應

可以看出，新制在法院內部面臨的阻力頗具規模。

庭長任期制最後在司法院的堅持下進行。一方面，連續兩任司法院長，

在面對來自高院庭長們極大的壓力下，仍然都任命同一個具改革意識的人事

處長推行政策。29 1999年 4月，司法院發表聲明表示願意與反對者溝通，但

仍然將於下個月開始實施二審庭長任期制。該月底，人審會決議，在 55位

已經任滿四年的二審庭長中，15位庭長免兼30並回任法官（李相助，2013: 

343）。雖然有庭長表示「抵死不從，不惜身殉」，但最後，「高院庭長們評

28   規範上，這些行動者們認為憲法第 81條與司法人員的人事條例是法律上的保障。實踐
上，他們主張，庭長不管是在司法內部公文書、或者是社群內的認知，都是相對於一般法

官的升職。

29   事實上，由於這位人事處長在司法體系內資歷尚淺，一開始是以代理處長的方式被任命。
他的任命案引起極大爭論，監察院甚至也在調查報告中明確表達不贊同之意：「〔⋯⋯〕法

官呂太郎自兼代司法院人事處長以來，對司法院人事業務之推動，正面作用未見，負面影

響已生，況其兼代顯然不合法令〔⋯⋯〕。」但正是從他的任命案爭議中可以看出兩任司

法院長推動此事的意志。

30   這 15位庭長是：高等法院庭長溫良瑞、胡泉田、黃金賦、楊貴志、陳炳彰、顧錦才、王
振興、王淇梓、臺中高分院庭長陳登源、臺南高分院庭長陳老藏、高雄高分院庭長張錦

鴻、黃清江、周慶光、花蓮高分院庭長莊謙崇、金門高分院庭長李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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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形勢比人強」，還是接受了（李相助，2013: 343）。司法院的此項行動也

獲得律師界的肯定（黃旭田，1999）。另一方面，在規範性基礎上，大法官

做出了釋字第 539號解釋，肯定司法院政策的合憲性，雖然也主張庭長的人

事案應該「以法律規定為宜」。31這個規範基礎在大約十年後建立：法官法

通過時，第十條明確授權司法院任命庭長的權力。

庭長的另一項影響力來自於事後的評估，機制包括職務評定（過去為打

考績）與評量判決。前者的影響力很直接。考績建立上對下的權力位階，一

般法官跟庭長並非在平等的互動裡共事。現在的職務評定已經不再如過去的

考績制度，而只分為「良好」以及「未達良好」；但是，影響仍然是直接作

用在庭員身上。至於後者，庭長評量判決的影響則相對曲折，因為影響的是

該院院長對該名法官的看法。具體的機制是由庭長撰寫的「裁判書類研閱意

見表」，俗稱「審閱單」，是由庭長交給院長參考的評量。該表單的作用，一

位資深法官說得很清楚：

每個法官都討厭這東西，因為如果是自己的疏忽，會被院長知道

自己的兩光。愛護庭員的庭長不會開這單子。他們會用便條紙，

便利貼發明之後改用便利貼，寫他的意見提醒法官注意，或用鉛

筆在判決的空白處加註意見。最尊重法官的，會抱著判決去跟法

官討論，讓他再次考慮。（TWJ201604）

可能因為它的影響力曲折，審閱單並沒有成為改革的焦點，雖然在九零年代

曾經也有反對黨的立法委員透過政府預算案施壓，要求取消此表單，32不

31   值得說明的是，雖然之前由高院法官發出的釋憲聲請案有送出，但卻被剛上台的翁岳生院
長從程序上駁回。但由於板橋地院陳雅閣法官提出的聲請案已經受理，所以最後還是做出

了釋字 539號解釋，宣告庭長任期制合憲。在釋憲的當時，該要點已經由（89）院臺人二
字第一八三一九號函，修正為「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兼庭

長職期調任實施要點」。

32   中華民國 83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中，有五位立法委員加註意見，主張「建請各級法
官之裁判審閱表應予以廢除，以免名為導正裁判錯誤，實則控制司法獨立審判。」這五位

立法委員是陳水扁、姚嘉文、陳婉真、李慶雄、顏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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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並沒有具體結果。司法體制內則有個案、零星的衝突。訪談中，有兩位資

深法官（大約是 1992年左右開始服務）分別表示他們曾經因為審閱單跟庭

長意見不合。其中一位（TWJ201604）認為庭長在審閱單上的意見有明顯法

律錯誤，於是將審閱單影本送給所有同仁公評，令該庭長相當難堪。另外一

位受訪者表示（TWJ201705），曾經收過三次審閱單，都與庭長意見不同，

也引起不快。而她對其中一次印象特別深刻，因為該庭長多年後在某社交場

合主動向她表示歉意，自承當初寫審閱單跟院長打小報告的行為並不妥當。

從他們的個人經驗中可以看出，當時在各法院內，由庭長往上呈報的評價機

制對法官的影響力雖然並不直接（在評議過程、以及直接修改送閱的判決的

影響力比較直接），但真實存在。33

值得一提的是庭長制度近期的實際情況。2009年，司法院又再度允許庭

長連任，並且未設連任限制。34 2010年，司法院居然將邏輯倒轉，將庭長續

任視為當然，在有理由的情況下才提出庭長不續任案。35制度再走回頭路的

原因似乎是：現在已經沒有太多法官願意做庭長！蔡炯燉法官（現為司法院

副院長）於 2009年指出：「司法院於 84年間實施庭長任期制〔⋯⋯〕之後，

法官自治意識日漸抬頭，且司法院一再要求院長落實『行政支援審判』的精

神，因而院長及庭長與法官之互動關係，其管理角色逐漸淡化，演變至今，

法官兼職院長或庭長職之意願，已大不如前。」（湯德宗、黃國昌編，2010: 

144, 145）他進一步提出他在苗栗地院觀察到的現象，「以苗栗地方法院為

例，在民國 98年間，具有被遴選兼任庭長職資格之法官有十七人，但僅一

人有選填被遴選之意願。如今地方法院之庭長任期屆滿（甚至未任滿），而

33   至今，司法院似乎未廢除此制度（我在 2005年的司法院公報中仍有看到，只供候補法官
獨任使用）。但審閱單在實際運作上似乎很少出現。在我的受訪者之中，數位五十期以後

的法官沒有見過審閱單。

34   司法院（98）院臺人二字第 0980002148號函修正，《司法院所屬一二審法院法官兼庭長職
期調任實施要點》，第十二點，「已依第十一點規定連任滿三年或四年後，如有具體事證，

可認為其餘兼任庭長職期中，確以善盡職責，發揮傳承使命者，司法院仍得再予連任。」

35   司法院（99）院臺人二字第 0990026579號函修正，《司法院所屬一二審法院法官兼庭長職
期調任實施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庭長任滿三年後，於值期中如發現有具體事證可認

為其卻有不適宜擔任庭長之原因時，經審查委員會每年〔⋯⋯〕審查，提出不予續任之庭

長建議名單後，由司法院提出於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打造司法獨立：臺灣審判獨立機制之發展、互動與影響 25

請求免兼者，大有人在。」（湯德宗、黃國昌編，2010: 144, 145）可以得知，

法官社群內部不再視擔任庭長為絕對的升職，也不再是其他庭員的長官。此

認知也有一些訪談資料佐證。有數位 40歲以下的年輕法官表示，在個案中

他們不覺得庭長在指導他們，而是請他們參考不同的法律意見。

可以肯定的是，規範上的改變與實踐上的改變，是兩條相交、相輔但不

同的軸線。當法官社群已經在自身的動員過程中蛻變，扭轉了庭長與庭員之

間的權力關係；規範若再走上回頭路，也不會破壞審判獨立。保守派法官的

反動員沒有擴散，間接顯示法官群體的人心向背。司法院所推動的規範改

變，是在這樣的實踐基礎上發生。時至今日，庭長能夠對法官產生影響的機

制正常化，加上已穩固的獨立意識，庭長干預審判已久未聽聞。

三、送閱制度

上一段主張，庭長在「評議」以及「事後評估」兩大階段對法官能夠造

成的影響已經正常化。本段將深入探討庭長在「裁判書撰寫」階段的影響力

如何被限縮：首先，送閱制度取消之後，各法院內的司法行政系統對於實任

法官的判決已經沒有具體機制可以介入。但是，第二，正是因為送閱制度取

消，候補法官面臨的監督轉為內部且非正式的實踐（internal and informal 

practice），而且嚴謹程度不減。事實上，現在的候補法官仍然習慣將判決事

前送給庭長╱審判長審閱，而且並不排斥此事前送閱制度。

取消長達半世紀36的裁判送閱制度是一條漫漫長路。第一，送閱制度首

先取消的部分是「合議裁判」的「事前送閱」。1991年，因為著名的臺南地

院院長關說案，37司院院修改辦法（《法院辦案書類及文卷審查實施要點》），

將合議案件改為「事後送閱」。但是獨任法官仍是事前送閱，而試署與候補

法官也仍嚴格實施事前送閱。第二，1996年，在司法改革委員會中，由於改

36   送閱制度起始於 1955年，司法行政部要求法官宣示裁判書之前，應將裁判送給庭長與院長
審閱。臺民字令 44518號，1955年 8月 20日。送閱制度完全廢止於 2005年 10月 18日，
司法院令停止適用法院辦案書類及文卷審查實施要點，見司法院公報 47卷 11期 （司法院
編，2005）。

37   見王金壽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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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派法官在臺中的行動，也由於他們在司法院內強力要求，進一步把㈠合議

審判的事後送閱；㈡獨任的事前送閱；㈢試署法官的事前送閱全部取消（司

法院，1996a: 1139）。但值得注意的是，資淺的候補法官仍然必須「事後送

閱」。第三，最後一哩路是在 2005 年，司法院正式令停止適用《法院辦案書

類及文卷審查實施要點》。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院也同時發布《候補

法官辦案書類審閱要點》，要求候補法官繼續事後送閱。理論上，在候補法

官宣示判決主文之後，庭長與院長才會看到判決。因為主文已經宣示，所以

候補法官的審判獨立可確保，38但若該判決內容論證需補強，還有改變論證

過程的機會。

上述演變顯示了一項有趣的變化：臺灣司法在邁向獨立之時，也同時邁

向大陸法制的科層化。司法科層有法一致性的責任，故也須為資淺法官（理

論上較不穩定的）表現負責，故積極介入、監督候補法官的判決寫作。從資

淺法官的角度看來，個別法官的審判獨立收攝在整個司法科層內，也仍須向

內部的行政系統負責。送閱制度的發展反映了司法行政在「監督問責」與確

保司法「獨立」之間確有兩難，最後做出的選擇，是回歸科層邏輯，把界線

畫在資深資淺之際。

這一項政策選擇在法官之間有相當的支持度。首先，我在訪談過程中遇

到幾乎一致的說詞：候補法官們皆不反對庭長╱審判長協助修改判決，甚至

是主動、樂意接受指導。由於候補法官的獨任案件有限，大部分的案件都是

合議，庭長╱審判長都會在開庭與評議過程提供手把手的協助。因此，運作

上，候補法官寫完判決，實際上都還是會在「宣示之前」送給庭長╱審判長

看，確認無誤才會送出。不少候補法官也都表示，能夠遇到庭長╱審判長協

38   不過，反過來說，如果候補法官真的做出錯誤的主文，也是無法更改的，只能靠提起上訴
或者抗告救濟。前立委王滔夫賄選案，第一審的合議庭法官疏失未適用特別法條文，宣判

後不能更改，法官主動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即為一例。中央研究院（1996），戰後臺灣
歷史年表，1996年 7月 1日。另外，也必須說明的是，上述原則雖然在刑事訴訟當中是
如此，也當嚴格遵守；但是在民事訴訟當中，如果判決主文是因為誤寫、誤算數字這種明

顯的單純錯誤，法律其實允許法院裁定更正自己的錯誤，不需要當事人再耗費極大的時間

精力金錢提起下一次訴訟，才能得到正確的結果。民事訴訟法第 232條第一項。（作者感
謝審查人提出此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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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修改判決，對養成有正面的影響。例如，有一位在北部地方法院的候補法

官表示，

我的書類還是要經過庭長，他不蓋章我出不去。要看那個庭長他

會不會擋。目前庭長都會改，貼紙條說他覺得哪裡怪怪的。看我

要不要改都可以。他會說，「啊！那個你看看就好，不用管我」

之類的。但是我通常都會改，就是被說服了。所以雖然會受到人

家意見影響，但沒有覺得法律見解受到限制，因為就是被說服

了。（TWJ2016–13）

而另一位候補法官則告訴我，雖然他非常批判事前送閱的習慣，但他自己曾

經有一次在法律適用上犯錯的經驗，所以他後來也都還是會乖乖把判決在宣

示前拿給庭長看。（TWJ2017–05）

其次，歷史資料中也隱現端倪。1996年，在司法改革委員會討論是否該

廢除事後送閱制度時，曾經做了一次投票率非常高的調查（司法院編，1996a: 

1078–1080），其中審級差距相當明顯：

審級
投票人數

（應投票人數）
投票率

廢除

事後送閱

維持

原本送閱

改用

正本送閱
廢票

三審 89（ 92） 96.7%  18（20.2%）  68（76.4%）  1（1.1%） 2

二審 233（267） 87.3% 141（60.5%）  79（33.9%） 12（5.2%） 1

一審 384（416） 92.3% 228（59.4%） 136（35.4%） 15（3.9%） 5

對此投票結果的第一個觀察是：一、二審法官大多數認為要廢除事後送閱制

度，但第三審法官覺得維持原本的制度沒有關係。但第二個有趣的觀察是，

比較那些一、二審支持維持原本送閱制度的法官，反倒是一審的法官有稍稍

較高的比例希望延續原制。配合上述的訪談資料，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一審

有較多的候補法官，習慣接受庭長╱審判長的協助，因而主張一定程度地維

持「原本送閱」。

總結來看，送閱制度的發展有以下幾點啟示：㈠其廢除仍然對司法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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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鍵的影響。根本上的終結了司法行政藉「監督」之名、行「干預」之實

的軌道。㈡因為廢除送閱制度，司法行政必須面對問責與獨立的原則衝突，

因而回歸科層邏輯，也就是資淺法官仍然受到較強的行政監督。一條明顯的

界線畫在未實任與實任法官之間。㈢但在實際運作上，候補法官送閱經驗大

都良好，並沒有侵害審判獨立的經驗或擔憂。本文主張，這是因為司法社群

在規範上與實踐上都已經歷了長足的變化：一方面，多個審判獨立機制已經

在規範上確立；另一方面，庭長也不再專斷、跋扈，而每個法官都對獨立審

判有極高的警覺心。即使裁判送閱實際上仍然存在，候補法官受干預的經驗

卻沒有發生。

一言以蔽之，司法獨立的機制是多面向且相互牽連的。審判獨立的諸多

環節都曾經成為法官集體動員的目標，而動員的成果同時展現在規範與慣習

的改變上。多項獨立機制又再相互影響、共同發揮保障功能。這個相互加成

（mutually reinforcing）的過程最終導向了臺灣的審判獨立。

伍、現狀：司法科層中的內部獨立性

臺灣二十餘年來的發展，是司法脫離威權控制的正常化過程，建立獨立

性與一定程度的法官自治。不過，另一層內建於大陸法系司法科層的緊張關

係，也逐漸在浮現。司法體制是一官僚科層（bureaucratic hierarchy），如同金

字塔般的組織結構。官僚科層的假設是：上階層人員因為已經完成下階層的

任務，而有能力評估下階層人員的表現。因此，在科層階梯上的升遷移動，

很大程度取決於上階層的法官對下階層法官的評估 （Guarnieri, 2002: 66）。

此官僚科層的特性也因而包含一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即法官所需的獨立空

間，與科層體制對其表現的控制，必然相對（Guarnieri, 2002: 50），甚至可能

衝突。

內部獨立性的限制即為本節主題。法官擁有審判獨立；但是，審判獨立

的內部限制也真實存在，尤其作用在資淺法官身上。也因為臺灣的法官社群

經驗過威權控制的歷史，此限制極容易引起爭議。

臺灣的法官並不是從穿上法袍的第一天起，就享有憲法保障。法官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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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學院完成課程，分發至法院開始服務時，首先以候補法官的身分任職，四

年後若通過審查，成為試署法官，再過一年，經歷第二次審查，才成為實任

法官。39司法體制內部在職涯初期的層層審核，形塑了法官「向上看齊」

的現象。一位受訪者描述資淺法官的處境：

種種不確定因素，以致資淺法官多半只會循前人既有腳步前進；

就如同在迷霧山中，不熟悉（資淺）的登山客（法官）只能循前

人踏過的足跡前行一般（TWJ201617；田野筆記 2017/03/31）

資淺法官面臨的兩次審查有一樣的結構：㈠書類審查，審查該法官的 20件

判決，40以及㈡服務成績，包括品德操守與敬業精神。前者由司法院成立

「裁判書類審查委員會」獨立判斷，後者則由資淺法官所任職的法院院長打分

數。這兩項成績會一起送到前述的人事審議委員會，由人審會做出決議。

此二審查構建了法官的科員行為模式：書類審查使資淺法官唯上級審見

解是瞻、唯制式寫作是從，而服務成績則由司法行政首長主觀評價法官專業

表現，容易引發爭議。首先，書類審查對於未實任法官的影響力可說是深入

人心。時瑋辰法官在 2016年發表的《司法人員過勞報告》中，即有許多栩

栩如生的見證：

對於尚未通過書類送審成為實任法官的候補、試署法官而言，在

書類的寫作上顧忌也較多，一個在大型法院的法官表示，「書審

委員的書類控制功能還是很強大」，另一個在西部非都會型法院

刑事庭的法官也表示，『判決簡化雖在倡議，但未通過候補試署

的法官怕書類沒過還是不敢輕易嘗試，試了也未必能過庭長那關

（看習慣舊式了）；認真的庭長審判長也會花很多時間協助修改，

壓縮自己辦案時間。但現實上是一堆法官浪費生命在字斟句酌些

39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十條，授權司法院訂定《候補試署法官辦理事務及服務成績考查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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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跟民眾根本不在意的東西，無法把力氣花在研究法律問題或

是背後犯罪成因；判決也變成你抄我我抄你，因為這樣比較保

險，選擇不要寫些「兄弟我獨創」的見解。』（時瑋辰，2017）

此言明確展現司法科層對基層法官的影響力。法官在個案中撰寫判決時，對

話的對象並非只是當事人，而是上級審。對許多尚未實任的資淺法官而言，

上級審的身影還比當事人更加巨大。

事實上，資淺法官若不願服從上級審的法律見解，可能會有丟工作的風

險。2005 年，錢建榮法官書類審查未通過的事件正是一個社群內廣為人知的

例子。該年 11月，錢建榮法官收到候補成績審查不及格的評語，主因是他

的裁判書類成績不及格。評語指稱他不該在判決中批評最高法院的判例（魏

宏儒，2013: 85）：

最高法院判例，係就該院歷年裁判中，擇期精要者，依法定程

序，編為判例刊行。（⋯⋯）而第一審法院對於具體案件，理應

針對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做適當之裁判（⋯⋯）按法院裁

判，當與法學研討論文有所不同，本件裁判對最高法院判例，恣

意批評，殊非所宜。

該評語未指出錢建榮法官的法律論證何處犯錯—相對的，錯是錯在「恣意

批評」最高法院判例。此語明確反應司法官僚科層的特性：最高法院處金字

塔頂端提供法安定性，包括發布判例統一適用法律，下階層人員應聽言行事。

科層控制不可避免地與法官個人的認事用法產生分歧、對立，甚至衝突。

這一項人事案產生極大的寒蟬效應。田野中，我反覆聽聞法官引述此案， 

意味著資淺法官的審判獨立受到限制。例如，有一位法官在接受訪談時剛通

過實任審查，自稱 「解放了、百無禁忌」（TWJ201710）。另一位資淺法官跟

40   基本上，在這 20件判決中，十件由受審法官自行挑選，另外十件由電腦隨機抽選。至於
自行挑選的那十件判決，也需要經過該受審法官的審判長「證明」。

二校說明：

2016年透過司改會發表，2017

年修改後放於網站，作者引用是

2017年資料（時瑋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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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釋，因為還沒有實任，他很擔心在書類審查的時候會被挑毛病，所以即

使司法院力推裁判書類簡化，他還是會把判決寫得落落長。41他也特別以錢

建榮法官的經驗為例，「即使像錢建榮這麼強的人，他也是在釋憲申請書中說

要先變成金剛不壞之身—先金剛不壞才能變成錢建榮啊。」（TWJ201602）

在沒有實任之前，法官們會因為擔心自己的職涯，而盡量去服從群體規範。

這正是科層制度設計的原意：法官升遷的渴望會創造強烈的動機，遵從上級

的壓力或者期待—而這個上級也可能是法官自治的單位（a self-governing 

body）（Guarnieri, 2002: 65）。對資淺法官而言，實任考核是必經之路，代價

不是升職於否、而是能否保有工作。法官有非常強烈的動機高度配合上級 

—包括院內的行政管理以及上級審的法律見解—也因此為法官在司法內

部獨立性，帶來了真實的限制。

除了書類審查之外，另一組考核項目是服務成績。這項成績直接交由資

淺法官的院長打分數，42因而「此部分流於主觀成分居多，故爭議不少。」

（TWJ201617；田野筆記 2017/03/31）誠然，從評分表格看來很難有客觀標

準。現行表格43內四大面向分別為學識能力、敬業精神、品德操守、身心健

41   這位法官鉅細靡遺指出哪些東西其實不必寫入，但他仍然會複製貼上：「像論罪的時候，
什麼吸收關係、高階低階，偽造文書的時候又有印文幾枚、還要論沒收，那論罪的時候都

很冗長，其實沒有人會去看。或是像寫無罪判決的時候，要不要寫證據能力？最高法院說

不用寫證據能力，因為無罪判決就沒有證據能力的問題。但你在寫判決的時候，還是會擔

心說，如果我沒有把這段貼上來的話，書類審查會不會覺得你為什麼沒有把無罪判決不用

寫證據能力的論述寫出來？所以其實不用寫的東西還是會想要貼啦。雖然不會花很多時

間，但是因為只是貼上而已，但你的書類就會越來越長。或是勘驗筆錄、證人證詞、通訊

監察的譯文，那有些法官的寫法就是把它全部灌在判決書裡面。就很冗長，沒有經過整理

或摘要，但有人覺得這樣原音重現比較好。在實任以前，寫仔細一點是比較保守一點。」

（TWJ201602）
42   《候補試署法官辦理事務及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九條：「一、候補、試署法官現辦事務
所在之法院院長，應於法官候補、試署每滿六個月後一個月內，就其學識能力、敬業精

神、品德操守及身心健康情形填具考核表，並加具評語後，報送司法院。但有具體事證足

認有不適任之情事者，應即報送。二、各法院院長於填具考核表前，應徵詢該法院相關庭

長、法官之意見。」

43   我手上的現行表格是在 2011年法官法通過後，依第九條訂定。與過去的表格比較，大同
小異。在司法院公報系統中，我找到廢止的舊表格一份，還有 2000年的另一份舊表格。
他們都只有兩大項目「學識能力」與「品格操守」，但細目與具體內容都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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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情形，每個面向中各有五個細目，每個細目院長都必須打分數，可以給予

優、佳、中、低、劣的評分。這些細目的評量完全交乎院長：諸如「便民：

能否發揮同理思考，便民禮民」，或者是「舉止：言行舉止合宜、無踰矩」，

甚至是「性情：敦厚謙和，謹慎誠摯，無不良嗜好」。也難怪，服務成績可能

變成院長刁難年輕法官的一種手段。一位資深法官曾任人審委員，他表示：

沒有過有人不及格，〔會發生的情況是，〕大家都 80幾分，有個

人只是 79分就被人拿來品頭論足。或者評語裡面有些玄機，人

審會就表決他不及格。

他描述了幾個有爭議的案例。例如，候補法官去的第一個法院院長肯定其表

現，但第二個法院院長認為他從第一個法院帶去的審判做法不對。在人審會

上，候補法官面臨批評。該人審委員很不同意院長的做法，「儘是搞這種打

壓年輕法官的事。」（田野筆記 2017/03/31）

未實任法官在科層體制底端的處境，有時無所適從。例如，夾在新的司

法政策與法院舊慣習之間，可說是經驗了司法二元的不利益。一個具體的例

子是刑事判決中，關於累犯的資訊要不要寫在犯罪事實欄裡？作為簡化書類

裁判政策的一部分，司法院已行文指出，累犯只需要寫在理由裡，不需要重

複寫在犯罪事實欄中。但是，還在候補階段的法官告訴我，

我陪席的學姐就曾經有一件判決被撤銷，理由之一就是沒有〔在

犯罪事實欄裡〕寫累犯。庭長認為〔⋯⋯〕你送書類〔⋯⋯〕判

決以後還是要給老一輩的審查。我就想說，可是書類標準已經變

了，他們已經這樣子要求了。但庭長還是那一套覺得說，我是為

了你好，書類未來還是要送閱，像學姊那樣實任了，她要怎麼寫

我都不會管她。庭長後來終於接受了，說你不寫在犯罪事實，你

就印那個簡化〔書類裁判政策〕的附件放在卷宗裡面。我們不只

要討好二審，還要討好書類送審，影響是這樣啦。對我們來說反

而更麻煩。（TWJ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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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二審的資深法官認為這是訊息的落差：

有罪判決是寫事實及理由，所謂的事實是指犯罪事實，而累犯不

是犯罪事實。所以最高法院就認為說累犯不用寫理由欄。那最高

法院的這個意見在哪裡落實呢？他們透過候補法官、試署法官的

書類審查，由最高法院的法官擔任書類審查委員，所以他們就在

那個委員會裡面講說，這個事實欄，以後不用再寫累犯。再由司

法院接受書類審查委員會的意見，就行文給地方法院。為什麼不

會行文給高等法院？因為高等法院沒有候補法官嘛〔⋯⋯〕他們

沒有跟高等法院的法官講嘛！所以上來就，咦你怎麼沒有寫—

就被撤銷了。（TW201709）

可以確定的是，司法行政與審判系統之間的落差存在，但此落差影響最大的

是尚未實任的年輕法官，「聽話」的壓力最強—即使他們並不確定應該要

聽司法院、庭長，還是聽上級審的話。

總合而論，法官雖然獨立了，但是並不代表他們面臨的內部壓力就消失

了。司法科層體制內建的行政管控仍然對法官有實質的影響力，從未實任法

官身上尤其能夠明確看出這種內部獨立性的限制。資淺法官在職涯早期的形

塑階段（formative stage）形成了向上、向內看的習性；這是制度必然的結

果，但也產生不可避免的問題。一位法官精準地指出這種行為模式的問題：

「院長考核內容、書類審查結果不確定，伴隨是『守舊文化』的誕生，因承襲

資深法官的辦案、裁判，較可能順利通過及格審查，若追求『創新』恐將面

對諸多不確定因素，而無法自由伸展。」（TWJ201617；田野筆記 2017/03/31）

申言之，臺灣法官所擁有的審判獨立是一種被動的、不受外界干預的獨

立（negative independence）；但是，當法院面對越來越多新穎的政經社挑戰，

法官們是否也會需要一種主動的、鼓勵創新的積極獨立（positive indepen-

dence）？這似乎是臺灣邁入民主成熟階段後，法院必須面對的下一個角色轉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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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臺灣司法是如何獨立的？本文專注於司法獨立的核心—審判獨立。追

蹤三大司法體系內部機制，包括事務分配、人事制度、送閱制度，我發現，

在這長達二十餘年的過程中，有三項特點浮現。第一，審判獨立的機制不僅

多元，而且相互牽連。在逐步拉扯前進的過程中，各項機制的發展，有些走

回頭路，有些看似不變，有些則持續引發司法體系內部的競爭與衝突。但整

體而言，這些機制變革過程增加了決策透明度，也增加了下級審、一般法官

的參與程度。第二，檢驗這些審判獨立機制的發展過程，包括其出現（emer-

gence）與延續（continuity），本文發現有一個「下上夾擊」的動員模式。基

層法官發起集體行動，同時有司法行政階層接受改革動能，進而改變制度或

慣習。從法官事務分配機制，到落實法官會議，在在都是實例，也深深銘印

入臺灣法官社群的行動基因。值得一提的是，司法院在改革上的角色相當吃

重。有些重大的獨立機制改革，包括取消萬年庭長以及送閱制度，都是由上

而下的政（策改）變。司法菁英與政治菁英之間的縱橫捭闔一直持續到 2017

年的第二次司改國是會議。這是值得持續研究的學術焦點。第三，個別法官

的獨立以及司法體系對個別法官的問責之間，有一緊張關係；而資淺的未實

任法官受到的影響最大，在科層底部面臨最劇烈的制度馴化過程。為了降低

取得身分保障的不確定性，資淺的法官向上看齊，唯上級審見解是瞻、唯制

式寫作是從。內部獨立性受限是司法官僚科層制度的特性，讓創新的法律見

解不容易出現。

與司法獨立的文獻對話，臺灣的經驗帶來兩點貢獻。第一，司法並不完

全是由政治部門「讓權」才獲得政治動能，司法部門本身的政治能量也可以

帶來司法的變革。從「外部觀點」研究司法獨立與司法賦權的文獻，也曾經

以臺灣憲法法院為案例論證保險理論，主張民主化帶來的不確定性會讓當權

者強化法院。此論據沒有錯，但只看到最高層級的法院，並不完整。本文研

究一般司法體系的變革，補足另一大塊臺灣的司法經驗：一般法官的集體動

員與司法菁英的變革同等重要。因為動員改變的不只是在書本上的規範（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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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ooks），也改變了司法社群內的慣行（law in action）。第二，在方法論上，

臺灣的經驗也顯示：專注於特定案例的發展過程能帶來許多洞見—如果使

用普遍一致（universal）的變數與效果來檢驗案例，會遺漏這些重要的洞見。

例如，臺灣司法在 30年前與 30年後，庭長制度皆存在不變，資淺法官也一

樣都會把判決送給庭長審閱，但是 30年前審判獨立爭議重重，30年後獨立

穩固。與他國比較，烏克蘭立有法律讓法官全面直選庭長，而臺灣的法官法

則無此規定，庭長仍由司法院提名，人審會肯認並任命。從制度論之，烏克

蘭的人事制度設計較臺灣更加符合法官自治的原則，司法獨立性無虞；但

是，研究卻顯示烏克蘭的法官社群沒有自主的行動與意識，法官不僅傾向選

出原本的庭長，其集體行動也複製政治侍從網絡。無論是單一案例內的跨時

比較，或者是跨國之間的案例比較，都顯示：單純觀察制度的有無，而不去

追究制度的發展與行動者的經驗，將無法理解審判獨立的真實面貌。

臺灣的審判獨立走了很長的路。毋庸置疑，這是一項我們已經確立的成

就。展望未來，臺灣法官面臨的是其他挑戰：如何從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

發展成一個好的司法制度？具體而言，如何有效率地消化大量司法案件？如

何擇優汰劣？如何提升審判品質？如何回應社會對司法的期待—甚或是，

面對不合宜的角色期待，如何確立司法的原則與認同？從無（司法獨立）到

有（司法獨立），毋寧是重大成就。然而求有之後如何求好？更多、更複雜

的問題，將是這個世紀，臺灣法官需要面對的進階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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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do Taiwanese judges acquire autonomy in decision-making, free from 
intervention from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Using diverse archival data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1 incumbent judges, this article makes three statements. 
First, the judiciary has multiple and inter-connected mechanisms to secure auton-
omy in decision m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a dynamic 
and interactive process. Second, a distinctive “sandwich mobilization model” 
can be observed in the emergence and sustaining of internal mechanisms. Both 
the bottom-up mobilization by ordinary judges and the top-down policy reform 
by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are critical driving forc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judicial autonomy. Third, as Taiwan’s judiciary normalized, the institutional 
tension inherent in the continental judicial system emerged. That is, the individ-
ual space for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bureaucratic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 judges’ performance. Particularly, untenured junior 
judges are under critical impact.

Key Words: judge, judicial independence, judicial reform, legal 
mobilization, 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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